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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艺术　

双轨线上的舞者①

———传教士译者詹姆士·理雅各

季红琴
（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１１４）

摘　要：詹姆士·理雅各既是一名成功的译者，也是一名虔诚的传教士。作为译者，他曾饱受质疑、压力重重但却执着
专注；作为传教士，他力尽艰险、遭到误解却坚守信仰。他在翻译与传教的双轨上并列前行，却又努力寻找交叉点———翻译

为传教所用，译者身份服务于传教士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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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士·理雅各（ＪａｍｅｓＬｅｇｇｅ）被全世界了解和熟知
主要源于他非凡的翻译成就，他是系统翻译和研究中国古

代经典的第一人。理雅各一生共翻译了包括“四书”、“五

经”在内的数十部中国经典①，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极具代

表性的儒家经典，被誉为汉籍外译的始祖。他是儒莲翻译

奖的首个获得者，被称为“汉籍欧译三大师”之一。

作为译者，理雅各无疑是成功的，他为中国经典译介

和中国文化外传与交流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也使西方

人有机会了解中国，并开始重视汉学。然而，对理雅各的

认识并不能因为他的翻译成就与盛誉而停留在他的译者

身份，理雅各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身份———传教士。在

华３０多年，理雅各的专职身份并不是译者，而是传教士。
他翻译中国经典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传播中国文化，而

是为了更好地传播基督教义、实现征服中国的梦想。对于

这样一位特殊的传教士译者，我们需要从历史事实出发，

客观、辩证地加以评判。

一　理雅各生平
国内外涉及理雅各生平介绍且较具权威性的著作主要

有：ＪａｍｅｓＬｅｇｇ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ａｎｄ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ｅｇｇｅ，１９０５）、《从
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顾长声，

１９８５）、《汉学发达史》（莫东寅，１９８９／２００６）、《汉英、英汉翻译

百科全书》（陈善伟，１９９５）、ＪａｍｅｓＬｅｇｇｅ：ＡＰｉｏｎｅｅｒａｔ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ｏｆＥａｓｔａｎｄＷｅｓｔ（ＷｏｎｇＭａｎ－ｋｏｎｇ，１９９６）、Ｔｈｅ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ａｍｅｓＬｅｇｇｅ’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Ｐｉｌｇｒｉｍａｇｅ（Ｇｉｒａｒｄｏｔ，
２００２）、《国外汉学史》（何寅、许光华，２００２）、《汉籍外译史》（马
祖毅、任荣珍，２００３）、《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
雅各研究》（岳峰，２００４）、ＴｈｅＭｅｎｇｚｉａｎＭａｔｒｉｘｆｏｒ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
ｔｉｏｎｉｓｔ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Ａｐｏｌｏｇｅｔｔｉｃｓ（Ｐｆｉｓｔｅｒ，２００３）、Ｓｔｒｉｖ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ＤｕｔｙｏｆＭａｎ（Ｐｆｉｓｔｅｒ，２００４）、《中国翻译词典》（林煌天，
２００５）等。较具权威性的相关论述或论文主要有：ＬｉｎｄｓａｙＲｉｄｅ
（１９６０）在《中国经典》第三版所写的“译者传述”、《理雅各与中
国经典》（王辉，２００３），以及理雅各曾孙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Ｌｅｇｇｅ对理
雅各的纪念文章等。这些著述为了解理雅各的生平提供了极

大的帮助，但却不乏偏差之处。本文在对理雅各的生平信息

进行梳理时，对有偏差或争议之处，将以Ｌｅｇｇｅ（１９０５）和Ｇｉｒａｒ
ｄｏｔ（２００２）为准。

根据理雅各的人生轨迹，理雅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

段———早期、中期和晚期。理雅各早期从一名聪慧的学生

转变为伦敦传道会受封代理人；中期为驻派在香港的传教

士、牧师并逐渐成长为学者；晚期为牛津大学的汉学家、东

方学家和比较学家。

（一）早期人生

理雅各１８１５年１２月２０日出生于英国苏格兰阿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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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２－１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１２ＣＧＪ０２０）；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ＸＪＫ０１１ＢＧＤ０１５）；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

（１１Ｂ００７）
作者简介：季红琴（１９７９－），女，湖南岳阳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理论语言学研究。
本文中“中国经典”泛指中国经典的典籍；《中国经典》指理雅各翻译出版的中国典籍的书名。



郡汉德利（Ｈｕｎｔｌｙ）小镇一个富商家庭，家中共有四兄弟，排
行老小。１８２７年进入汉德利教学学校拉丁语班，并初露语
言天赋。１８２９年从汉德利教区学校小学毕业，同年进入阿
伯丁语言学校开始中学学习。１８３１年获一等奖学金进入
阿伯丁国王学院开始大学学习，１８３５年以哈顿奖获得者身
份毕业于该校。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在英格兰布莱克本一所公
理宗学校教数学与拉丁语。１８３７年９月进入圣公会在伦
敦的海伯里神学院攻读神学，准备成为一名传教士。１８３８
年开始中文学习，并加入伦敦传道会。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５日
被正式受任为传教士。

（二）中期人生

１９３９年８月理雅各踏上传教之道，携妻子以及另两名
传教士前往马六甲①，１９４０年 １月抵达马六甲英华书院
（Ａｎｇｌ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１８４１年１１月正式担任英华书
院校长，并于１８４３年任香港英华书院第一任校长。
１８４８年，理雅各做了两个重要的决定：一是“加倍努

力”，掌握中国古代文学，成为一名“优秀的汉学家”；二是

结束“Ｇｏｄ”翻译之争，接受采用“上帝”为“Ｇｏｄ”中文译名。
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３年期间，理雅各在香港经历了３次摧毁性
的台风，且雪上加霜先后失去了几个女儿和妻子，悲痛中

他将自己埋藏于工作，更加努力翻译《中国经典》。

１８６０年，理雅各开始积极推进香港教育体系改革，他
主张集中教育、强调英语教学，在他的推动下，香港逐渐从

宗教教育转向世俗教育。１９６１年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中
的“四书”在香港出版，该译本的出版为理雅各日后在翻译

领域的权威地位与学者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６０年
代开始，理雅各逐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翻译，并陆续出版

了多部译著，逐步成长为一名学者。

（三）晚期人生

“从其职业生涯一开始，作为伦敦传道会的一名‘传教

士’，理雅各就将自己定位于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是，在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初期，这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理
雅各开始了一种对于新的学术身份和学术使命的认

同。”［１］５５１８７３年，理雅各返回英国定居，此后，他开始埋首
于学问，在翻译、汉学、东方学、比较学领域领衔欧洲。１８７５
年，理雅各被授任为牛津大学第一位汉学教授。１８７６年，
他获得了儒莲中国文学首届国际奖，这是对他为中国经书

翻译所做贡献的最大肯定。同年，理雅各开始了他在牛津

的执教生涯，直到１８９７年去世。

二　成功而执着的译者
理雅各自幼就表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少年时期在学

校就显示出了翻译拉丁文的特殊禀赋。大学毕业时，他已

经掌握了５门语言，此后一直努力学习、持之以恒，掌握和
精通了多门语言，包括英语、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法

语、意大利语和当时被认为最难的边缘语言———汉语。

１９３８年，理雅各开始汉语学习，师从伦敦大学首任汉

学教授塞缪尔·基德（ＳａｍｕｅｌＫｉｄｄ，１７９７～１８４３）。来华之
后，理雅各更加努力地学习汉语，在一次重病之后，他曾在

日记和给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这场病让我的语言学习

有些倒退了，但我将在下个安息日努力学习……”［２］１６坚持

不懈的语言学习和纯熟的学术工作习惯为理雅各成为一

名优秀的译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理雅各生活的年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了解带有

严重的偏见性，而那些欧洲殖民者对中国的认识更是如

此。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理雅各带着偏见来到了中国。

但在到达马六甲后，在工作中，理雅各逐渐发现了传教士

们对中国宗教礼仪的麻木和他们内心的贪腐，而他自己却

通过与中国人的接触，开始学会尊重和理解中国人。随着

理雅各对中国了解的深入，他开始运用自己的中文知识阅

读和探索中国的经书———中国经典。他认为中国的“四书

五经”就是中国人的“福音书和摩西五书”。通过对中国经

典的了解，理雅各开始逐渐摆脱之前对中国宗教和文学狭

隘的理解和偏见，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中国

儒家典籍对中国思想、文化等的影响和重要地位。

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初，理雅各立志翻译中国经典，成为将
中国儒学经典翻译为非亚裔语言的第一位非亚裔人。从

１８４１年开始，在王韬等中外人士的协助下，理雅各开始着
手翻译中国经典。历时４０年，理雅各翻译并出版了两大系
列共十一卷《中国经典》（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１８６１～
１８７２年间，他所译《中国经典》共五卷陆续在香港和英国出
版，其中包括《论语》《大学》《中庸》（第一卷）；《孟子》（第

二卷）；《尚书》《竹书纪年》（第三卷）；《诗经》（第四卷）；

《春秋》《左传》（第五卷），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理雅各所

译《中国经典》许多都收入了《东方圣书》（ＴｈｅＳａｃｒｅｄＢｏｏｋｓ
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②中的《中国圣书》③（ＴｈｅＳａｃｒｅｄＢｏｏｋｓｏｆＣｈｉ
ｎａ）。

理雅各《中国经典》的出版在西方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它使英国甚至整个欧洲开始重视对中国学术的研究，为中

国哲学、伦理和文学经典提供了走出国门的机会，也使西

方人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到中国经典，它“为中西之间的‘经

文辩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３］２７６。

在华传教数十年，理雅各将翻译视作传教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但受到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蔑视思潮的影

响，理雅各通过翻译来实现传教的行为在当时并不被伦敦

传道会理解和接受，他曾遭到了许多西方同行尤其是伦敦

传道会的强烈反对，传教会甚至致信于他：“因为翻译《中

国经典》，您的时间和注意力实际上就难以足够地使用到

对整个香港的传道站的充分监管上面，而且还会妨碍您全

身心地投入到整个香港殖民地的传教工作中去。”［１］５２１８５８
年，伦敦传道会对理雅各做出了新的规定，决定不再资助

理雅各出版《中国经典》，理雅各印刷《中国经典》的传道会

香港印刷所的所有费用转由理雅各的友人渣颠先生来资

助，理雅各不能再向传道会提出资助出版《中国经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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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位于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１８４２年被割让给英国。第一个派往中国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ＲｏｂｅｒｔＭｏｒｒｉｓｏｎ）将英
华书院选址建在马六甲，当时中国并未对传教士开放，因此理雅各先来到马六甲。

该书由英国语言学家编纂，麦科斯·缪勒（ＭａｘＭüｌｌｅｒ，１８２３－１９００）一生致力于东方文化宗教和佛学经典等的翻译，《东方圣书》
共五十卷，搜集了多位西方东方文化研究家所译的儒、释、道典籍及印度宗教的主要典籍。

《中国圣书》包含《尚书》《诗经（与宗教有关的部分）》《易经》《礼记》《孝经》《道德经》《庄子选集》《太上感应篇》《离骚》等。



要求。

由于理雅各的翻译工作饱受教会和同行质疑，他的翻

译之路充满了艰辛，他本人和伦敦传道会的关系甚至出现

了较紧张的局面，但他却执着于翻译传教之路。

为了在传教的同时有时间翻译中国经典，理雅各在给

家人的信中提到自己将全部精力和时间都奉献给了传教

事业，只是利用深夜或拂晓的时间来专注于自己的翻译工

作。在写给夫人的信中，理雅阁说他一天也没空闲过，丝

毫未曾懈怠过，就连周末也不曾休息。每天从外回到家

中，除了疲惫还是疲惫，但他还是坚持翻译工作。

理雅各不只是专心翻译工作本身，译作完成后，他还

亲自监督译本的印刷、装订和销售。由于在英国印刷出版

费用太高，理雅各将印刷改在香港，但纸张和印墨等还得

从英国运到香港。译本印刷完成后，他还需亲自去跑销

售。香港当时没有英文著作发行商，出售前理雅各还得亲

自去书店交佣金，为译本销售提供保障［２］４４，由此可以想见

理雅各当时印刷出版中国经典的艰辛。

作为译者，理雅各对翻译工作的执着、专注和认真是

令人佩服的，但是这种执着背后的强大精神支柱并非源于

对翻译的热爱，而是源于他对信仰的坚定和上帝的忠诚。

“他认为翻译‘中国经典’是必要的，因为这样……我们的

传教士才能有充分的智慧获得长久可靠的结果。”［２］４０－４１

三　虔诚的传教士
孩童时代的理雅各并未将自己的人生定位于传教工

作，据Ｌｅｇｇｅ（１９０５）［２］９－１２和 Ｇｉｒａｒｄｏｔ（２００２）［１］２－２１的记载，
理雅各成年后踏上传教之路主要源于四个方面的原因：一

是周边环境的熏陶。自１７世纪８０年代开始，英国逐渐步
入基督教世界传教的热潮，理雅各的家乡阿伯丁郡哈德利

小镇成为传教最活跃的地方之一，输送了很多当地人到海

外传教，“理雅各家族”更是当地公理会教会的积极成员。

二是理雅各父亲的心愿。经过宗教运动的洗礼，理雅各的

父母都成为了虔诚的基督徒，对传教活动非常拥护，他的

父亲一直希望他的另一个儿子将来也成为一个传教士①。

三是理雅各内心深处的命运意识。他多次在父亲藏书室

里看到米怜寄来的中文宣传材料，这使他逐渐产生一种命

运意识———认定自己将成为一名远赴异地传教的传教士。

四是兄长乔治的影响。他的哥哥乔治十分信奉基督教，早

前就已成为传教士，且理雅各与哥哥的感情笃厚。大的时

代环境、周边人际环境和理雅各内心的感悟最终帮助理雅

各成长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一）困苦与艰险中坚持传教

理雅各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他的父亲依本内

泽·理是个成功的布料商，理雅各之家在１９世纪初就通过
漂白和亚麻布贸易的快速扩张而繁荣［４］１８－２６。但理雅各却

在早期就放弃了富足的生活，主动请缨，漂洋过海、历尽艰

辛到海外传教。

在前往马六甲的路上，理雅各一行经历了鲨鱼攻击之

险、深泥之陷、饮用水缺乏、鳄鱼之惊、毒性蚊虫叮咬等艰

险，历时５个多月才抵达马六甲。在马六甲的日子，理雅各
一家在经济上十分拮据，他曾在给家人的信中提到“只能

吃一点米饭和煮或炸的鱼”，“我已经四分之一便士都没办

法节省下来了，我也看不出将来什么时候能够做得到。

……传教士，如果只是在自己义务范围之内行走忙碌的

话，很难节省下来什么钱财。”［２］４７在马六甲，理雅各面对霍

乱疫情，在生命受到威胁之时竟然冒险看望和照顾霍乱病

人，只为感化他人、获得认可。

根据Ｌｅｇｇｅ（１９０５）和 Ｅｉｔｅｌ（１８９５）的记载，在香港传教
３３年间，理雅各和家人先后经历了６次摧毁性的台风。他
本人曾两次在航行中遭遇到台风，也亲眼看到自己皈依的

教徒和邻居被台风夺去生命，看到居住的房子被台风摧

毁，购买的打印油墨被台风卷走等，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摧

毁他传教的信念。

在华传教数十年间，理雅各曾经历数次健康危机。由

于不适应当地的气候，理雅各几次长时间高烧不退，虽然

期间有３次危机时刻他选择返英治疗，但病魔也没有动摇
他在华传教的信念。每次病愈之后，理雅各都加倍努力，

重新投入到传教工作。他曾在日记和写给家人的信中写

道：“我这次大病不死，是上帝的保守，我觉得上帝给了我

动力。我的目标就是做一个诚挚、简朴、警醒、谦卑而献身

的传教士……”［２］４９

在港期间，由于不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和生活，加之

医疗条件差，理雅各的第一任妻子和４个儿女先后死去，但
他没有放弃传教事业，甚至在回英后又带来了第二任妻子

和女儿帮助他继续完成传教事业。

病痛的折磨、台风的摧毁、家人的病逝、生活的艰苦、

社会治安的混乱……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动摇理雅各传教

的信念，他一直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坚持心中的信仰！

（二）误解中坚守信仰

尽管理雅各将自己定位为“好传教士”，将翻译“中国

经典”看作传教工作的一部分，并一再强调自己的翻译工

作只不过使在华传教的“伟大工作”具有了学术特征，但他

的翻译工作还是遭到了同行和他所属的伦敦传道会的深

深误解。他们认为理雅各的翻译工作会减少他从事传教

工作的时间和精力。传道会董事会亚瑟·提德曼甚至写

信明确告诉理雅各，传道会“全体完全一致”地认为他翻译

“中国经典”的“特殊工作”会分散他从事传教工作的时间

和精力，使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监管香港的传道

站，从而妨碍和影响他在港传教工作。尽管理雅各一直声

称自己翻译《中国经典》是为了铸造精神武器的“原材料”，

但传道会和很多同行都认为他的翻译会适得其反，甚至许

多传教士越来越怀疑理雅各的工作更有助于在欧洲人当

中传播东方主义的“伟大故事”，而不是更有助于使中国人

基督化，因为他们认为理雅各在翻译中没有态度鲜明地表

明立场。伦敦传道会的董事们认为理雅各在翻译“中国经

典”时应该对与基督教真理相左的观点、情感等用注释的

形式来予以驳斥、说明，以便西方读者们能够明辨是非。

但在这一点上，理雅各的翻译显然与他们的期望有相当的

距离。

传道会的误解导致理雅各与传道会之间的关系十分

紧张，但即便如此，理雅各依然坚持自己的传教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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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传教工作，理雅各只能在深夜和清晨

来处理其他事物，他说这样“只是为了拥有一个可以奉献

给耶稣基督的完整的白天”。在工作中，他依然勤勤恳恳，

忠实于传教事业。

１８５８至１８５９年理雅各第二次返英度假期间，他所在
传道会的董事们对他的传教事业提出了直接的怀疑，并进

一步疏远他，这使他感到十分不快和难堪，但即便如此，他

还是礼貌地回应“对教会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直到１９
世纪６０年代末，他提出终止和教会的关系后，依然强调，
“我总是将自己的伟大使命牢记于心”，他以学术的方式继

续完成自己的使命，忠实于自己的基督教信仰。

从理雅各决定投身传教的那一天起，他就将传教士的

信仰与使命牢记于心，并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坚定和

忠诚。

四　译者身份服务于传教士身份
作为译者，理雅各对“中国经典”的翻译为学习中文的

外国学生提供了标准的中文读本，也为那些想了解中国哲

学、宗教和道德的读者提供一手中文读物。然而，他的译

者身份并不是单纯的，这一身份是为传教士身份而服务

的，他曾在日记、书信和译评中都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这一

理念。

理雅各早在年轻时就判断，“对于整个传教事业至关

重要的是翻译和皈化之间有差别的平等，即欧洲语言和汉

语、基督教和中国人之间实现真正的双向互惠。”（理雅各，

授神职考试：２６－３０）“理雅各强调，这种皈化只有通过长
期的语言学和道德的翻译来实现。”［１］２１理雅各认为，“只有

透彻地掌握中国人的经书，亲自考察中国圣贤所建立的道

德体系、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才能与自己所处的地位

和承担的职责相称。”［５］９５他承认自己对中国的迷恋并不

“正当”，他一直力图通过译介中国经典来襄助当时在华的

传教士［２］４０－４１。谈到对中国哲学经典的认识，他在日记中

曾写道：“我不是作为一位哲学家看中国，而是以哲学的眼

光了解中国。中国对我来说是个伟大的故事，我渴望理解

其语言、历史、文学、伦理与社会形态。”［６］

很显然，作为译者，理雅各的翻译目的、动机都不具备

纯粹的学术性，他的译者身份只不过是为了帮助他更好地

承担传教士这个角色。他将翻译视作归化异教徒的间接

工具，这正是对圣保罗传教策略中“知彼”策略的运用。

五　结　语
在宗教原教旨主义盛行和欧洲人企图征服东方的时

代，理雅各的人生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在人生的轨道

上，翻译和传教成为支撑他前行的重要“双轨”［７］。他将自

己积极投身到这两条轨道上，并努力使它们交汇、交融。

作为译者，他努力跨越文化障碍，准确地阐释另一种文化

的真理，但却超越语言界限，旨为传教服务；作为传教士，

他坚持自己的信仰，不辱宗教使命，采用“知彼”策略，实现

翻译传教的目标。在这位文化翻译家和朝圣者的身上，人

生“双轨”的交汇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基督徒的信仰与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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